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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 

赵宸宇 1,2 

（1.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2.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日益受到

关注。本文基于中国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

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劳动力就业，已经

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扩张劳动力需求、拉动就业的强劲驱动力。在影响机制方面，

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市场规模效应、经营范围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三条途径促进劳

动力就业。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对于高科技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中西部

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促进效应更加明显。最后，本文还发现数字化转型

可以提高高学历人员占比和高技能人员占比，优化企业的劳动力结构。本文研究

结论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为实现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充分就业

和高质量就业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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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民生之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就业问题。《“十四五”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全文）》（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实

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扩大就业容量，

提升就业质量，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

变化，一方面，世界形势错综复杂，变化剧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

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加大，给中国的劳动力就业带来

了严峻的挑战。鉴于此，在“六稳”和“六保”的发展目标下，我们迫切需要为

中国劳动力的稳定和高质量就业找到一条现实路径，这对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繁

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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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扩大就业规模和改善就业结构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实现路

径。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要

“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的

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否帮助企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作用机制是什么？数字

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人力资本结构？针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准确评价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人力资本效应，深刻理解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就业的重要驱动作用，

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经验证据。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1）本文不仅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总体影

响，而且还梳理出市场规模效应、经营范围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三种作用机制，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微观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弥补

了既有研究的不足。（2）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发现

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的高学历人员占比和高技能人员占比，改善企业人力资本

结构，对人力资本的微观研究形成有益补充。（3）本文将行业属性、所在区位、

要素密集度等因素引入实证分析中，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本是否

存在异质性影响，为个人更好地适应未来就业市场发展趋势、政府更好地精准施

策提供重要参考。 

 

1  文献综述 

1.1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 

部分文献认为人工智能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显著的替代作用，降低劳动力就

业。Frey 和 Osborne[1]根据工作任务对 702 个职业进行了分类，预测在接下来的

二十年中，47%的职业会受到自动化的严重冲击；孔高文等[2]发现类似结论，机

器人应用规模扩大会显著降低本地未来一年的劳动力就业水平，尤其是易被机器

替代的行业的就业水平。然而，也有文献认为人工智能同样存在互补效应，可能

对劳动力就业产生积极影响。Dekle[3]基于日本劳动力市场数据，发现机器人总

体上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孙早和侯玉琳[4]认为工业智能化对就业的影响是结

构化的，替代高中和初中劳动力的同时，提高了专科及以上与小学及以下教育程

度劳动力的就业。李磊等[5]研究发现，企业机器人使用对劳动力市场的挤出效应



不明显，反而会显著提升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对就

业的影响取决于替代作用和互补作用哪个占据主要位置[6]。 

1.2  互联网对就业的影响 

目前文献中互联网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讨论互联网使用对个体就

业的影响。宋林和何洋[7]发现互联网使用总体上促进了农村地区的非农就业，使

非正规就业比例显著下降。宁光杰和杨馥萍[8]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劳动力流动的

影响，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促使劳动力从第一、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这对于

低技能劳动力更好地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互联网使用与个体收

入的关系，毛宇飞等[9]的研究结论显示，使用互联网不仅可以提高个体标准就业

和机会型创业的概率，而且可以提高各类型就业的收入水平。另外，也有一些学

者使用宏观层面数据分析了互联网和新经济形态发展对就业的冲击，比如张车伟

等[10]预测新产业和新业态一方面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会对传统

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 

1.3  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当前关于数字经济对就业影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为数不多的实证

研究也主要采用宏观或行业层面数据。戚聿东等[11]实证分析了互联网和电信业、

软件业、电商零售业、科学技术业发展对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的影响。叶胥等[12]

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推动就业结构制造化、高技术化与高技能化。何宗樾和

宋旭光[13]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数字经济对非农就业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戚聿东和褚席[14]的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生活可以通过拓展关系网络和重

塑个人发展路径的机制提高个体的就业概率。 

1.4  文献评述 

第一，既有文献大多从机器人使用的视角出发，讨论人工智能对企业就业的

影响，并且尚未得到统一结论，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有多个方面，机器人使用只是其中一个维度，并不能全面

反映企业的数字化发展水平。第二，已有关于互联网发展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大多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站在个体

视角研究互联网技术使用对个人就业概率的影响，从企业的角度研究互联网商业

模式的运用如何创造就业岗位的文献较为少见。第三，既有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对



就业影响的经验研究为我们理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但这方面的

研究大多采用互联网发展、人工智能发展、数字产业化发展水平、工业机器人使

用等地区层面或行业层面数据，忽略了个体的异质性差异，也无法准确度量个体

的数字化发展水平。第四，数字化转型对就业影响的已有研究中很少对其微观作

用机制进行考察，因此未能明确回答数字化转型以何种方式对企业就业产生影响。 

 

2  企业劳动力规模和结构的分布特征 

2.1  数字化企业劳动力规模和结构的分布特征 

表 1 根据上市公司是否实施数字化发展战略进行分组，并对劳动力规模和结

构变量进行组间差异分析。其中，高学历人员占比为本科、硕士和博士学历员工

人数与员工总数之比。参考赵烁等[15]的做法，本文将技术人员、销售人员和财

务人员归为高技能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主要从事科技研发、产品设计、市场营

销、资产管理、投融资等工作；将生产人员、客服人员、人事人员和行政人员归

为低技能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主要从事低技能体力劳动、重复性工作和支持性

工作。从表 1 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规模和结构变量的组间差异均在 1%的水平

下显著异于零，数字化企业的员工规模、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比和高技能劳动

力占比均显著高于非数字化企业。 

表 1 数字化企业劳动力规模和结构的分布特征 

Table 1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bor force of digital enterprises 

劳动力规模和结构 数字化企业 非数字化企业 组间均值差异 

员工规模 4719.03 3067.99 
1651.04*** 

（8.22） 

高学历人员占比（%） 21.24 16.91 
4.33*** 

（10.34） 

高技能劳动力占比（%） 31.76 25.94 
5.82*** 

（12.67）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是对应的 t 统计量。 

 

2.2  企业劳动力规模和结构的异质性分布特征 

表 2 报告了不同分组下企业劳动力规模和结构的均值检验结果。结果显示，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员工规模无明显差异，但是东部地区企业的高学历

人员占比和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从所有制性质上看，对于国

有企业，其员工规模和高学历人员占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但高技能劳动力占



比低于非国有企业；根据是否为重污染企业的分组结果发现，员工规模上看无明

显差异，但是重污染企业的高学历人员占比和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显著低于非重污

染企业。 

表 2 劳动力规模和结构的异质性分布特征 

Table 2 Heterogeneou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bor scale and structure 

分组 员工规模 高学历人员占比 高技能劳动力占比 

东部地区 4517.52 20.91 31.73 

中西部地区 4710.84 19.75 28.69 

组间均值差异 
-193.33 

（-1.06） 

1.16*** 

（3.56） 

3.05*** 

（8.46） 

国有企业 7565.02 22.20 27.33 

非国有企业 3307.26 19.91 32.08 

组间均值差异 
4257.75*** 

（23.19） 

2.29*** 

（6.75） 

-4.75*** 

（-12.71） 

重污染企业 4514.86 17.72 27.68 

非重污染企业 4623.38 22.17 32.61 

组间均值差异 
-108.52 

（-0.62） 

-4.44*** 

（-14.21） 

-4.93*** 

（-14.26）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是对应的 t 统计量。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it it it P I Y F itJob DIGI Controls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Job代表企业就业规模，用企业员工总数的对数值进行衡

量。核心解释变量参考赵宸宇等[16]的做法，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 DIGI_text指数，

采用专家打分法构建 DIGI_score，再将二者结合构造数字化转型总指数 DIGI，

以此全面衡量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P 、 I 、 Y 和 F 分别表示省份固

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 it 代表随机误差项。

Controls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构造方法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参见表 3。 

表 3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3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简称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DIGI 数字化转型总指数 采用文本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构造 0.238 0.173 



Ln_staff 企业就业规模 企业当年员工总人数的对数值 7.633 1.165 

Age 企业年龄 当年年份减去成立年份再加一 15.818 5.215 

Leverage 资产负债率 企业当年总负债/企业当年总资产 0.432 1.067 

Liquid 流动比率 企业当年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 2.948 4.968 

Share 股权集中度 前 5 位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53.524 15.313 

Nature 所有制性质 国有企业为 1，非国有企业为 0 0.307 0.461 

Roa 总资产收益率 企业净利润/资产总额 0.057 0.481 

Per_gdp 地区人均 GDP 
企业当年所在省份GDP总量/所在省

份总人口（万元） 
5.934 2.617 

 

3.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7-2017 年中国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包

括两个部分：1、反映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指数，通过搜集和整理 2007-2017

年的年报资料，进行文本分析和专家打分得到。2、上市公司劳动力规模和结构

变量的构造以及其他企业层面微观数据来自于 Wind 和国泰安数据库。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4 报告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就业规模影响的总体检验结果。第（1）

列为只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在 1%置信水平下显

著提高了企业的就业规模。第（3）列为加入年份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行

业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DIGI估计系数的方向和显

著性水平未发生明显改变。第（4）列为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可以

发现 DIGI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同时拟合优度达到了较高的 0.88，说明模

型的设定较为合理。从所有制性质上看，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拥有相对

较高的就业人数；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人均 GDP 较高的地区，企业的就业规

模也相对较大。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4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1) (2) (3) (4) 

DIGI 
0.5899*** 1.0317*** 0.4442*** 0.4168*** 

(10.39) (16.68) (11.70) (11.25) 

Age 
   -0.0049* 

   (-1.95) 

Leverage    -0.0446*** 



   (-9.70) 

Liquid 
   -0.0159*** 

   (-14.45) 

Share 
   0.0037*** 

   (6.38) 

Nature 
   0.4224*** 

   (3.49) 

Roa 
   -0.0770*** 

   (-8.34) 

Per_gdp 
   0.0805*** 

   (9.73) 

常数项 
7.4921*** 7.5103*** 5.7173*** 5.6769*** 

(448.03) (108.13) (5.74) (5.83)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样本数量 13909 13909 13909 13908 

R2 0.008 0.134 0.875 0.882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是对应的 t 统计量。 

 

4.2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本文采用如下方法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相关结论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第一，替换解释变量。分别使用文本分析法构建的指数 DIGI_text 和专家打分法

构建的指数 DIGI_score 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5 列（1）和列（2）所示，可以发

现不管是文本分析法还是专家打分法得到的指数，都与被解释变量显著正相关。

第二，替换被解释变量。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企业就业人数的绝对值，第（3）

列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依然在 1%水平下显著提高了企业就业规模。第三，改

变样本区间。自 2015 年两会“互联网+”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企业的数字

化转型步伐逐年加快，因此本部分改变样本区间，选取 2015 年之后的样本重新

进行回归，发现列（4）中 DIGI 变量仍然显著为正。第四，为避免内生性问题

对结果的干扰，我们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重新回归，结果如列（5）所示，

发现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第五，为

避免样本选择偏误和自选择问题，我们采用处理效应模型[17]重新对样本进行估

计。首先估计处理方程
'( )i i iD z u   ，其中 iD 为处理变量，表示企业是否进行

数字化转型。根据处理效应模型的识别条件，我们在处理方程中加入地区人力成



本、行业竞争度和环境监管力度三个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变量。对于地区人力

成本，选择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代理变量；对于行业竞争度，采

用企业收入 HH 指数进行测度；对于环境监管力度，以企业当年因环境违规受到

的处罚次数进行衡量[18]。其次，根据处理方程估计结果计算出每个样本的逆米

尔斯比率，作为解释变量加入结果方程中进行估计，结果如列（6）所示。可以

发现，模型估计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表 5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结果 

Table 5 Robustness and endogeneity test results 

 (1) (2) (3) (4) (5) (6) 

DIGI_text 
1.2948***      

(6.02)      

DIGI_score 
 0.0648***     

 (10.99)     

DIGI 
  2146*** 0.1212***  0.3804*** 

  (7.36) (3.16)  (10.73) 

L_DIGI 
    0.3287***  

    (8.08)  

逆米尔斯比率 
     0.2945*** 

     (5.43) 

常数项 
5.8509*** 5.7146*** -6753 7.7543*** 5.3786*** 7.3839*** 

(5.99) (5.87) (-0.88) (14.41) (10.59) (8.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量 13908 13908 13908 5650 11797 13033 

R2 0.881 0.881 0.883 0.975 0.886 —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1）至（5）列括号中是对应的 t 统计量，

（6）列括号中是对应的 z 统计量。 

4.3  影响机制检验 

本部分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就业规模的影响机制。完整

的中介效应模型如下所示： 

0 1

0 1

0 1

it it it P I Y F it

it it it P I Y F it

it it it it P I Y F it

Job DIGI Controls

INTER b b DIGI Controls

Job c c INTER DIGI Controls

       

     

      

       

       

        

 （2） 

 



4.3.1 市场规模效应 

扩大本土市场规模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关键[19]。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

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创新绩效[20][21]，而经营绩效和创新绩效的提升可以增加企业

利润，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升对劳动力的需求[22]。本文构建以下两个变

量衡量企业的市场规模：第一，主营业务收入（Ln_income）。主营业务收入是企

业市场规模的最直接测度方式，本文采用其对数值作为代理变量。第二，企业市

场份额（Marpow），采用企业营业收入在行业中的比重进行度量。表 6 报告了市

场规模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通过市场规模效应扩大了企业

的就业岗位。 

表 6 市场规模效应的影响机制检验 

Table 6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arket scale 

 (1) (2) (3) (4) (5) (6) 

 就业规模 主营业务收入 就业规模 就业规模 市场份额 就业规模 

DIGI 
0.4162*** 0.4443*** 0.1731*** 0.4162*** 0.0038*** 0.3908*** 

(11.29) (10.88) (5.88) (11.29) (3.54) (10.80) 

Ln_income 
  0.5473***    

  (82.59)    

Marpow 
     6.6972*** 

     (21.56) 

常数项 
5.7102*** 18.3710*** -4.3436*** 5.7102*** 0.0027 5.6924*** 

(5.90) (17.11) (-5.57) (5.90) (0.09) (5.9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量 13907 13907 13907 13907 13907 13907 

R2 0.883 0.901 0.926 0.883 0.928 0.887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是对应的 t 统计量，下同。 

 

4.3.2 经营范围效应 

已有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驱动服务型制造发展，扩展企业的业务范围

[23]。这种业务范围的扩展可以带动劳动力就业，比如数字技术应用可以提升企

业的创新能力，拓展出研发设计、信息咨询等业务，提高创新服务方面的人员需

求；智能制造的生产模式可以催生新型就业形态，产生就业增量效应，比如智能

制造增加了对技术运维从业人员的需求[24]，衍生出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工



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智能硬件装调员、工业视觉系

统运维员等新的就业岗位；互联网商业模式的运用让企业更加重视管理、营销和

售后服务，增加了应用数字化工具或数字平台，进行产品采购、销售运营、顾客

服务、远程运维等管理和服务人员。本文基于按行业分类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明

细数据，采用以下两种方式对经营范围进行测度：第一，企业是否多元化经营

（Prod_dum）指标[25]。如果企业的经营范围横跨多个行业，则 Prod_dum变量取

值为 1；如果企业的业务仅集中于某个行业，则 Prod_dum 设置为 0。第二，经

营行业个数（Prod_scope）。本文以公司主营业务所属的行业数量衡量企业的经

营范围[26]。表 7 报告了经营范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通

过经营范围的扩展提高了企业的就业规模。 

表 7 经营范围效应的影响机制检验 

Table 7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usiness scope 

 (1) (2) (3) (4) (5) (6) 

 就业规模 多元化 就业规模 就业规模 行业种类 就业规模 

DIGI 
0.4171*** 0.0796*** 0.4094*** 0.4171*** 0.1780*** 0.4038*** 

(11.26) (3.03) (11.08) (11.26) (4.56) (10.93) 

Prod_dum 
  0.0958***    

  (7.10)    

Prod_scope 
     0.0745*** 

     (8.22) 

常数项 
5.4612*** 0.2887 5.4336*** 5.4612*** 1.2177 5.3705*** 

(5.75) (0.43) (5.73) (5.75) (1.21) (5.6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量 13019 13019 13019 13019 13019 13019 

R2 0.890 0.665 0.891 0.890 0.687 0.891 

 

4.3.3 生产率效应 

已有研究指出，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16]，而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高有可能产生就业创造效应，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27][28]。本文采用 LP 和

OP 两种方法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表 8 报告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企业的就业规模。 

 



表 8 生产率效应的影响机制检验 

Table 8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roductivity 

 (1) (2) (3) (4) (5) (6) 

 就业规模 TFP_LP 就业规模 就业规模 TFP_OP 就业规模 

DIGI 
0.2771*** 0.2324*** 0.1564*** 0.2891*** 0.0807*** 0.2739*** 

(8.48) (8.48) (5.30) (8.70) (3.70) (8.30) 

TFP_LP 
  0.5192***    

  (49.94)    

TFP_OP 
     0.1885*** 

     (12.98) 

常数项 
5.0378*** 5.7871*** 2.0331*** 5.1233*** 3.0772*** 4.5431*** 

(6.05) (8.28) (2.70) (6.02) (5.51) (5.3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量 12774 12774 12774 12967 12967 12967 

R2 0.911 0.910 0.928 0.907 0.877 0.908 

 

4.4  异质性检验 

第一，将样本划分为高科技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29]，如果企业属于高科技

企业则 Tech=1，否则为 0，然后将其与数字化转型的交叉相乘项加入回归方程中；

结果显示，交叉相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的赋

能效果更加明显，更能带动高科技企业扩大就业岗位和就业规模。 

第二，将企业按照所在区位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如果企业位于东

部地区则 East=1，否则为 0，然后将其与数字化转型的交叉相乘项加入回归方程

中；结果显示，交叉相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数字化转型更有助于中西

部企业的规模扩张。产生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相对

较低[30]，而数字化转型能够重塑要素资源配置[31]，为中西部地区企业提供更强

大的发展动力，带动劳动力就业，这对于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发展格局、缓解

东部地区的人口和就业压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三，按照要素密集度对样本进行分组[32]，如果企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企业

则 Cap=1，否则为 0；如果企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则 Res=1，否则为 0；如果

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则 Labor=1，否则 0。将 Cap、Res、Labor 与 DIGI



的交叉相乘项分别加入方程中进行回归，可以发现 DIGI_ Res 系数显著为正，说

明对于高研发投入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其就业规模；DIGI_ Cap 系

数显著为负，说明对于一些传统重资产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促进效应相对较

低。 

表 9 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9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1) (2) (3) (4) (5) 

DIGI 
0.2349*** 0.5745*** 0.5612*** 0.3225*** 0.4009*** 

(4.69) (8.66) (12.61) (6.64) (9.95) 

DIGI_Tech 
0.3664***     

(5.40)     

Tech 
-0.7917     

(-1.48)     

DIGI_East 
 -0.2218***    

 (-2.86)    

East 
 0.3407    

 (0.45)    

DIGI_Cap 
  -0.3321***   

  (-5.66)   

Cap 
  0.1541***   

  (8.46)   

DIGI_Res 
   0.1767***  

   (3.03)  

Res 
   -0.0857***  

   (-5.05)  

DIGI_Labor 
    0.0695 

    (1.05) 

Labor 
    -0.0396** 

    (-1.97) 

常数项 
6.4297*** 5.5682*** 5.7424*** 5.6245*** 5.7148*** 

(7.90) (5.72) (5.92) (5.78) (5.8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量 13908 13908 13908 13908 13908 

R2 0.882 0.882 0.882 0.882 0.882 

 

 

 



 

5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就业结构的影响 

由前文分析可知，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就业规模。更进一步，我们思考

数字化转型的就业结构效应，即在就业创造过程中企业员工的受教育结构和技能

结构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数字化转型可以驱动企业创新发展[33][34]，而创新能力提高对企业就业结构

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从教育结构上看，创新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高度相关[35]，

企业创新能力提高需要高学历的创新型人才作为支撑，因此数字化转型会优化企

业教育结构，提升高学历人员占比；从技能结构上看，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

展会对常规的、重复性的、生产性的低技能劳动力产生替代作用，而对非常规的、

非重复性的、创造性的高技能劳动力产生促进作用。表 10 给出了数字化转型对

企业就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结果，从第（1）列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

企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比，说明在企业就业规模扩张的同时，有良好教育背

景的员工的比例也在提升，教育结构得到优化。列（2）给出了数字化转型对高

技能劳动力影响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改善了企业员工的技能结

构。高技能劳动力中，我们更为关注技术人员的比例，因为较多的技术人员代表

企业更高的科技研发能力，从而更好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从列（3）结果

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在 1%水平下显著提高了企业技术人员占比。列（4）给出

了数字化转型对低技能劳动力影响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

企业低技能员工占比。更进一步，我们更为关心生产人员的比例变化，因为这部

分劳动力最容易被技术和机器设备所替代，列（5）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分析。 

表 10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就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结果 

Table 10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1) (2) (3) (4) (5) 

 高学历人员

占比 

高技能劳动力 

占比 

技术人员 

占比 

低技能劳动力 

占比 

生产人员 

占比 

DIGI 
2.1495*** 3.4106*** 2.2951*** -4.2773*** -2.6710*** 

(3.68) (4.79) (3.89) (-4.11) (-2.59) 

常数项 
51.2317*** 17.5853 0.4034 97.2639*** 82.1840*** 

(4.30) (1.00) (0.03) (3.79) (3.2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量 10324 10952 10952 10952 10952 

R2 0.888 0.867 0.821 0.771 0.799 

 

6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

企业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劳

动力就业，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扩张劳动力需求、拉动就业的强劲驱动力。（2）

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市场规模效应、经营范围效应和生产率效

应三条途径促进劳动力就业。（3）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对于高科技企业、技

术密集型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促进效应更加明显。（4）数

字化转型可以提高高学历人员占比和高技能人员占比，优化企业的劳动力结构。

以上结论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各方主体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虽然数字化转型总体上有助于提高劳动力就业，但是也会产生就业“极

化”效应，体现在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不断上升，而低技能劳动力面临被技术替代

的风险。因此，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需要深刻认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紧

密关注、跟踪和学习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新商业

模式，不断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调整和完善职业规划，实现和劳动力市场的高

质量匹配。 

第二，对于高校来说，要加强人才培养质量，确保毕业生掌握相应的工作技

能。首先，高校应不断根据市场需求完善培养方案，在既有的培养方案中融入数

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面内容。其次，为确保毕业生满足数字化转型对

人才技能的要求，可适当开设专门的数字经济专业或方向，培养专业化人才。最

后，高校应努力创新培养模式。数字经济相关行业对从业者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要求较高，因此高校在人才培养上要积极引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机制，

建立广泛的实习实训基地，保证人才培养的与时俱进。 

第三，从政府的角度看，应进一步提高公共就业服务水平，帮助劳动者和企

业更好地应对结构性失业问题，比如开设公共技能培训课程，提升公众的数字技

能水平和就业知识；资助企业建立培训基金并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帮助劳动者减

少失业和顺利转岗；加强对职业中介机构的监督和指导，培育正规的职业中介和



职业介绍所，减少虚假和欺诈信息给劳动者带来的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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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undergoing profound and 

complex changes. On the one hand, the world situation is intricate and changing rapidly, and 

unstable and uncertain factor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the downward pressure on the domestic economy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Labor 

employment presents serious challenges. In view of this, we urgently need to find a realistic path 



for the stability and high-quality employment of the Chinese labor forc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sperity.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labor employment of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listed Chinese A-shar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labor 

employment and has become a strong driving force for expanding labor demand and stimulating 

employmen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In terms of impact mechanis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promote labor employment through three channels: market scale effect, business scope effect and 

productivity effect. Research based on heterogeneity found that for high-tech companies, 

technology-intensive companies, and compan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employment promotion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more obvious. Finally, this article also 

find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highly educated and highly skilled 

personnel, thus optimizing the labor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paper makes expansion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this paper not only studies the 

overall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mployment scale, but also sorts out three mechanisms 

of market size effect, business scope effect and productivity effect, and conducts empirical tests on 

this basis. The research enriches the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micro-effec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us making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existing research. Second, this paper furth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finds out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ill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highly educated personnel and highly skilled 

personnel, improve the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and form a useful supplement to the 

microscopic research on human capital. Third, this paper introduces factors such as industry 

attributes, location, and factor density into empirical analysis to explore whethe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heterogeneous impact on the human capital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employment scale and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all parties in the labor market. For individual workers,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labor market, pay close attention to new 

technologies, new formats, new products, and new business models emerging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o a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matching with the labor market.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to ensure that 

graduates have the corresponding job skills. From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the level of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s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to help workers and enterprises better 

cope with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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